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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长三角其他省份，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较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今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稳中向好，新旧动能加快转换，质量效益持续提升。而面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新要求，上海经济发展还有哪些瓶颈和短板？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专访了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院长田国强，他从宏观、微观经济学相结合的角度为上海下一步经济发展提出建议。
上海定位：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从全国角度看，上海应怎样定位自己？
田国强：上海的定位应该是在全面深化改革及发展中走在全国前列，走出有上海特色的改革、发展和创新，继续当好排头兵、先行者。这不仅是为了响应中央对于上海提出的指示要求，也是上海自身进一步发展的内在要求。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率先取得制度创新上的突破，其关键和重点是要形成一些基本成型的、可以复制的经验与模式，形成具有区域或全局意义的改革成果和改革效应。主要是三方面，即上海应该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在加强社会自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以及在提升政府执行力方面走在全国前列。
提升包容性需重视民营经济发展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若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该如何做？
田国强：上海要在提升经济包容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就要让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活起来和发展起来，这也是上海经济发展驱动转型的需要。
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的不够。与一些兄弟省市相比，上海企业家群体的整体显示度、行业号召力、国内影响力还不够，民营经济发展整体还比较弱，企业家精神有待进一步培育和发扬。
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相比长三角其他省份，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较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上海商务成本高，创业型企业发展发展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上海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配套好，国际影响大，江浙有些成长到一定规模的企业想把总部搬到上海。所以，在长三角一体化过程中，可以由上海牵头，建立长三角统一大市场，促进资本相对自由流动。
提升政府执行力需要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在推进“放管服”改革方面需要有哪些新作为？
田国强：政府的执行力非常重要。如果政府没有执行力，再美好的愿景、再前瞻的规划、再详尽的方案，都只能是停留在脑海和纸面，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当然，执行力与权力的合理配置也是紧密相关的，城市治理需要在权力下放方面有所考虑，没有权力匹配的执行是机械的。
1988年6月，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总理曾对全市局级以上干部提了三点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要下放权力，深入基层，加强监督，善于协调，做解决问题的能手”。李强书记本月初在调研时谈到营商环境时，要上海市政府各级官员做好“店小二”也是这个道理。
上海自贸区实验区的探索，从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权力的下放，建议进一步在全市范围内有序推开推广，扩大改革红利。与此同时，政府的执行力又是建立在政府职能得到准确定位基础上的，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定位来考察，国家强制力的提升离不开三要素：法治、执行力、民主监督。
上海更高水平的开放需要更高水平的国际化人才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我国将进行新一轮的开放，您怎样定义更高水平的开放？
田国强：在我看来，更高水平的开放跟过去的开放相比至少应该有两大转变：一是实施更广范围更大力度的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度融入到世界经济金融体系中去，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为抢占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做好准备；二是从对外开放到内外开放并重，对外开放的目的是促进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蕴藏着极大的发展机遇，如果仅对外开放而对内尤其是对民企却壁垒森严的话，无疑是不明智的。
上海要引领更高水平的开放，首先要做的是吸引更高水平的国际化方面的人才，围绕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和全球科创中心的发展定位，吸引方方面面的海内外高层次拔尖、领军和优秀人才；其次要充分发挥上海在要素市场包括股市、债市、期市的优势，推进精细化、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完善市场机制，加强合作交流，提升市场专业化程度和国际影响力，在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开放项目中形成话语权。
新经济发展需要鼓励市场竞争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上海的新经济应该具备怎样的特点？上海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来发展新经济？
田国强：政府在制定规则、改善环境等制度方面的作用异常重要，要提供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及招商引资的基本、基础性的制度环境。所以，我认为最核心和最重要的是需要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尽快形成改革、发展、稳定、创新和治理五位一体的综合改革治理模式，以此形成公平公正和有利于激发人们创业、创新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最重要的。
新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创新，而创新依赖于企业家精神，依赖于市场制度环境。我很认同李强书记所说的，“跟最好的比，向最好的学，我们才能变得更好”。前面也提到，上海早已过了要素驱动的发展阶段，效率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已成型，但创新驱动还做的很不够。要学习兄弟省市好的经验和做法，补上我们的短板，特别是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上海一方面要支持民营企业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决民营企业的发展生态问题，通过政府“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减负商务成本，促进贸易便利，形成既清又亲的政商关系；另一方面需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利用要素市场齐全的优势在推动国有企业走公众公司道路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方面做出更大胆的尝试，继续引领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新潮流。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着眼于长期发展，上海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急需突破的难点、瓶颈是什么？
田国强：政府职能和定位的转变在我看来最需要解决。要让市场有效，政府的定位至关重要，要逐步有序地从发展型全能政府转向服务型有限政府。上海地方小，政府治理力量相对单位面积而言比江浙要强，很容易形成强政府、弱市场、小社会。如果能转变观念，则服务会更强，政府该做的事情也能做得更好。
我认为，政府的合理定位应该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有能主要是讲政府执行力的问题，有为就是政府在应该作为的地方不缺位，有效是政府行政的效能和效率的问题，这三个主要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促进有效市场形成为导向，有爱则是讲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有限政府的治理边界则应基本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当然，对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体制，作为有限政府，其维护和服务的具体作用、内涵和程度会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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